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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自相关性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 ①

内容提要：运用 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内长三角全局空间
自相关性呈现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上升、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下降、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再上升的规律。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东强西弱
特征明显，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基本为“高－高”类型，南京为唯一属于“高－低”类型的城市，安徽、苏北城市多数属于
“低－低”类型，苏中地区逐渐从“低－高”转变为“高－高”类型，浙南地区整体从“高－高”转变为“低－高”类型。进一
步通过条件收敛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间长三角４１个城市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情况。实证分析
表明，长三角城市的经济联系存在强、弱、强三个阶段。上海大都市圈内部一体化发展程度明显好于以南京为首的长三
角西部都市圈。要将上海的经济能量通过南京等中心城市辐射至长三角西部地区，应依托长江以南路径与通泰扬构成
的长江以北新路径，打造长三角西部增长极，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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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长三角作为我国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要素
流动活跃的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于２０１８年正式上
升为国家战略。孟庆民（２００１）将“经济一体化”定义
为不同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
益的获取，在商品流动中产生市场一体化的过程。部
分学者认为区域间的贸易流量、价格水平差（物价、汇
率、利率）、劳动力流动、交通设施、语言多样性是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因素（Ｋｕｍａｒ，１９９４；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１９９９；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３；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１；石林等，

２０１８；丁从明等，２０１８）。蔡进丁（１９９５）在研究了区域
经济统合的模式和特性后认为，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

程度不断加深，要素流动的形式会逐渐从商品流动转

变为资本流动，故而把握资本流动的方向与规模是认

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和 Ｈｏｒｉｏｋａ
（１９８０）通过构建“跨期－储蓄模型”（Ｆ－Ｈ检验法），研
究表明一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相关度越高，则

国家间资本流动性越小，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越

弱。当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相关度越低时，资本流动性
越高，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

根据上述分析，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特征是通过要

素充分自由流动，使地区间经济联系逐步增强。但要

素流动的结果不应是使中心城市产生“极化效应”，而
应产生“涓流效应”，即中心城市的经济能量能够向外
扩散，使整个地区经济收敛增长。如潘文卿（２０１２）认
为消除不同省区间的市场壁垒，加速一体化进程有利

于扩大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宣昌勇、张纪
凤（２０１７）的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在于促进区
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以实现区域经济的收敛增长。近
年来，内外环境的变化使长三角城市经济合作模式发

生改变，但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仍呈现“东强西
弱”的特征。要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

应在理清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加

快打造以南京为首的长三角西部增长极，通过合适的

经济路径将上海的经济能量向西传导，以更好辐射安

徽苏北地区。

本文第二部分运用 Ｍｏｒａｎ检验测定长三角整体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的变化规律，结合经

济周期分析原因。进而详细测算长三角各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的局域空间自相关性；第三部分将构建一个

条件收敛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按经济发展水平空间

自相关性变化的时间节点检验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

的联系程度与经济增长是否收敛。进一步通过城市
群分析与路径检验，寻找打造长三角西部增长极的合

适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共享发展研究”（编号：
１６ＪＪＤ７９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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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经济的空间自相关性

通常在空间经济学中，可以通过莫兰指数法

（Ｍｏｒａｎ　Ｉ）、吉尔里指数法（Ｇｅａｒｙ）以及Ｇｅｔｉｓ－Ｏｒｄ指数
法等方法检验城市经济的空间自相关性。考虑到莫
兰检验运用最广泛，本文首先采用莫兰指数验证长三

角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

莫兰指数分为“全局莫兰指数Ｉ”与“局部莫兰指
数Ｉｉ”，前者考察的是整个区域的空间自相关性，后者
考察的是某一个体与周边区域的空间自相关性，计算

方式如下：

Ｉ＝∑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

－）（ｘｊ－ｘ
－）

Ｓ２∑
ｎ

ｉ＝１∑
ｎ

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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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Ｉｉ ＝
ｘｉ－ｘ－

Ｓ２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ｘ

－） （２）

其中，ｘｉ和ｘｊ 分别表示第ｉ和第ｊ空间单元的经
济发展水平，刘夏明（２００４）在比较生产总值、国民可
支配收入、物质产品和消费支出等指标后认为，较长
一段时期的人均ＧＤＰ是验证地区间经济差距演变趋
势的较好指标。本文沿用其思想采用各城市人均

ＧＤＰ进行检验；Ｓ２ ＝ ∑
ｎ

ｉ＝１
（ｘｉ－ｘ－）２

ｎ
为样本方差，

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矩阵，用来度量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

一般而言，有空间邻接矩阵和空间逆距离矩阵两种设

置方式：

Ｗｉｊ（邻接）＝
１，城市ｉ与城市ｊ邻接

０，ｉ＝ｊ或城市ｉ与城市ｊ｛ 不邻接

（３）

Ｗｉｊ（距离）＝
１
Ｄｉｊ
，ｉ≠ｊ

０，ｉ＝
烅
烄

烆 ｊ
（４）

如（３）、（４）式，在空间邻接矩阵中，若城市ｉ与城
市ｊ相邻，则取１；若不相邻，则取０，在空间距离矩阵
中，Ｄｉｊ 表示城市ｉ与城市ｊ几何中心间的球面距离，

一种通常的处理方式为取距离之倒数作为空间权重

（陈强，２０１４）。对于二者的区别，陈彦光（２００９）的研
究指出，选择合适空间矩阵的前提是明确空间相互作

用的特征。邻接矩阵为典型的局域性关联，即一个地
理区域仅仅与相邻的区域发生作用，而对间隔的区域

没有直接影响。距离矩阵更多表示长程关联，即任意
距离的两点都发生相互作用，距离越近，相互作用的

程度越强。显然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自
相关性更符合长程关联的特征，故本文使用空间逆距

离矩阵进行研究。

本研究首先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０软件，对长三角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再描绘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对长三角城市进行局部检验，长三角全
局 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长三角全局 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

指标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Ｍｏｒａｎ　Ｉ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９＊＊＊ ０．２１６＊＊＊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６＊＊＊ ０．２３０＊＊＊ ０．２３２＊＊＊ ０．２２０＊＊＊

ＧＤＰ实际增速 ９．１％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１．４％ １２．７％ １４．２％ ９．７％ ９．４％

指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Ｍｏｒａｎ　Ｉ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９＊＊＊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４＊＊＊ ０．２０８＊＊＊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５＊＊＊

ＧＤＰ实际增速 １０．６％ ９．５％ ７．９％ ７．８％ ７．３％ ６．９％ ６．７％ ６．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与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５、表６同。

　　如表１所示，长三角经济全局 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均为
正且在１％的水平显著。结合经济周期来看，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年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同时也是长三角全局空
间自相关性逐步增强的阶段，自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制
造业的生产部分逐渐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外资大量

进入长三角地区，并形成中国总部、研发中心在上海，

生产基地在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前店后厂”格局，旧模
式下长三角各城市分工明确，空间自相关性逐步加

强。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我国逐渐进入经济换挡期，经济

增速下降，长三角其他城市依靠“工厂经济”已无法实
现高质量增长。原来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被掩盖的行
政壁垒与产业同质化等问题开始凸显，长三角全局空

间自相关性在此时期下降明显，由２００８年０．２３２的高
点跌落至２０１３年的０．１９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经济进入
新常态时期，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又逐渐回升。长三角政府
间以联席会议办公室、重点合作专题组、城市经济合
作组为执行层的“三级运作”协调机制逐步形成，旅游
合作、科技资源共享等市场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园区
平台合作、专利转让平台建设等合作机制也在稳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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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张学良等，２０１９）。长三角地区逐渐从旧时期依靠
外资“前店后厂”式的一体化，走向新时代创新驱动更
高质量的一体化。

为了更加细致地考察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局部空

间自相关性，本文选择描绘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进行说明，

这么做的原因在于 Ｍｏｒａｎ　Ｉ值对应着多种可能性，其
中 Ｍｏｒａｎ　Ｉ值为正代表观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

且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高（“高－高”类型），或
观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周边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也低（“低－低”类型），是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正
自相关的两种不同可能。Ｍｏｒａｎ　Ｉ值为负代表观测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低（“高－低”类型），或观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低，

但周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高”类型），是经
济发展水平空间负自相关的两种不同可能。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以ｚ为横坐标，表示标准化后空间单元本身的
观测值；Ｗｚ为纵坐标，表示该空间单元的空间滞后
因子，即相邻单元标准化后观测值的平均值。横－
纵坐标将空间分解成４个象限，其中观测值落入第

１、２、３、４象限分别对应该区域为“高－高”、“低－
高”、“低－低”、“高－低”四种类型，Ｍｏｒａｎ散点图如
图１所示。

图１　长三角城市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

　　本研究选择样本期初期末（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７年）以
及上文研究所得的两个极值所在年份（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
年）为四个时间节点，分别作出长三角城市的 Ｍｏｒａｎ
散点图，其中１表示上海，２－１４表示江苏城市，分别
为南京（２）、无锡（３）、徐州（４）、常州（５）、苏州（６）、南
通（７）、连云港（８）、淮安（９）、盐城（１０）、扬州（１１）、镇
江（１２）、泰州（１３）、宿迁（１４）；１５－２５表示浙江城市，

分别为杭州（１５）、宁波（１６）、温州（１７）、嘉兴（１８）、湖
州（１９）、绍兴（２０）、金华（２１）、衢州（２２）、舟山（２３）、台
州（２４）、丽水（２５）；２６－４１表示安徽城市，分别为合肥

（２６）、芜湖（２７）、蚌埠（２８）、淮南（２９）、马鞍山（３０）、淮
北（３１）、铜陵（３２）、安庆（３３）、黄山（３４）、滁州（３５）、阜
阳（３６）、宿州（３７）、六安（３８）、亳州（３９）、池州（４０）、宣
城（４１），将图１进行整理，得到表２。

可以发现，上海、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杭州、宁
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在样本期内属于第一象限，

即自身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较高。这些城市
基本位于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东部地区，与“上海

２０３５”规划中的上海大都市圈成员高度重合，是长三
角一体化的直接得益者。盐城、丽水、滁州、宣城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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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期内各城市象限分布及变动情况

样本期内象限变化 城　市

第一象限（高－高）
上海、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杭
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

第二象限（低－高） 盐城、丽水、滁州、宣城

第三象限（低－低）
徐州、连云港、宿迁、芜湖、蚌埠、
淮南、淮北、安庆、阜阳、宿州、六
安、亳州、池州

第四象限（高－低） 南京

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温州（２００８）、金华（２００９）、台州
（２０１０）

第二象限→第一象限
南通（２００６）、扬州（２００５）、泰州
（２００９）

第二象限→第三象限 衢州（２０１６）、黄山（２０１６）

第三象限→第二象限 淮安（２０１２）、马鞍山（２０１４）

第三象限→第四象限 合肥（２０１１）

第三→第四→第三象限 铜陵（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注：括号内年份为该城市象限变动的时间。

本期内始终位于第二象限，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

周边地区发展势头良好，这些城市受周边城市经济发

展带动的可能性较大，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安徽、

苏北的大部分城市位于第三象限，即自身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且周边城市发展水平也不高，属于短期内无

法直接带动区域。笔者认为应加快打造长三角西部
增长极，将上海的经济能力通过南京等长三角西部地

区核心城市辐射出去，让后进城市完成第三象限→第
二象限→第一象限的转变，实现长三角一体化的整体
推进。

南京是长三角所有城市中唯一在样本期内始终

处于第四象限的城市，为“高－低”类型，即自身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但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周

边地区存在空间负自相关，说明南京明显存在“中心
城市功能不足”的问题。关注南京的横坐标可以发
现，南京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先回落再上升的阶段，特

别是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进入了属于南京的高速增长
期，期间淮安与马鞍山分别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由第三象
限跨入第二象限，说明南京展现出愈发强大的经济活

力，虽然暂时还未能带动淮安、马鞍山进入第一象限，

但南京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逐渐起到了愈发积极

的作用。同时，南京腹地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
于腹地西部，东部镇江、扬州很早便进入第一象限，但
是西部芜湖、宣城等城市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

低。参差不齐的发展现状既不利于南京的发展，也不
利于上海经济能量的向西辐射。南京处于苏皖交界
处，为长三角一市三省的地理中心，是东长三角地区

经济能量向西传导的关键节点。要实现长三角的经
济一体化发展，就绝不能忽视南京的重要作用。

长三角南部地区经济呈现相对衰退态势，温州、
金华、台州分别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由第一象限退
回至第二象限，与我国经济“换挡”的时间高度吻合。

体现了浙江南部城市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向技术

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在此过程中，浙江南

部城市应进一步对接北面大上海都市圈，依靠第一象

限地区的经济能量融合发展。同时，由于温州、金华、
台州等城市的相对衰退，邻近后进城市也受到了影

响，衢州、黄山于２０１６年同时从第二象限转移至第三
象限，呈现出自身与周边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的

特征。

合肥于２０１１年从第三象限逐渐进入第四象限，

由“低－低”类型转变为“高－低”类型，体现了合肥２１
世纪以来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但自身发展并没有带

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

总体而言，长三角经济发展“东强西弱”的特点较
为明显，就经济路径而言，长江以南的沪宁合经济带、

Ｇ６０科创走廊经过城市发展较好。同时，苏中地区呈
现明显的崛起态势，苏中地区扬州、南通、泰州三市从
期初的第二象限（低－高），分别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跨入第一象限（高－高），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
平呈现空间正自相关。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下，苏中地
区与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交
通设施与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未来区域内可能孕

育出长三角承东启西发展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本节通过 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检验了长三角

整体以及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本
文将进一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长三角经济一体

化的推进情况，并对区域内主要城市群以及可能存在

的经济传导路径进行检验分析。

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１．模型设定
当区域内城市经济联系不断增强时，区域内部可

以通过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实现区域经济发

展的收敛，此谓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增长理论中
经济收敛指落后地区经济体在人均产出增长率等项

目上比发达地区经济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整个区域

内经济呈现收敛发展趋势。一般形式的β收敛检验方
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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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ｙｉ，ｔ＋Ｔ ＝θ＋βｌｎｙｉｔ＋υｉｔ （５）
式中，υｉｔ 为扰动项，反映系统所受暂时性的冲击。

一般假定υｉｔ 在不同经济个体之间是独立分布的，均值
为零。β为收敛系数，β＜０，则系统内经济体间呈现β
收敛。β值越小，收敛性越强。考虑到使用空间计量模
型比普通计量模型更能说明区域一体化的空间特征，

本文参考王钺、白俊红（２０１６）的模型构建方式，构建
一般形式的条件β收敛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Ｙｉｔ ＝τＹｉ，ｔ－１＋ρＷＹｉｔ＋βｌｎＰｅｒＧＤＰｉｔ－Ｔ ＋
　δＷＸｉｔ＋Ｘｉｔθ＋εｉｔ

其中，Ｙｉｔ ＝
ｌｎ（ｐｅｒＧＤＰｉｔ－ｐｅｒＧＤＰｉ，ｔ－Ｔ）

Ｔ
εｉｔ ＝λＷεｉｔ＋υ

烅

烄

烆 ｉｔ

（６）

其中，ρ与λ分别为被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的空间
相关系数，表示区域内相邻地区经济发展的互相影响

程度，其中ρ又称为空间滞后系数或空间溢出系数，作
为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程度的参数，为本文的重点关

注对象，其数学含义如下：

Ｙ＊
ｉ ＝Ｙｉ＋ρ∑

Ｎ

ｎ＝１
ｗｎＹ＊

ｎ （７）

式（７）中Ｙ＊
ｉ 为第ｉ地区的有效经济增长，其变动

来源于自身经济增长Ｙｉ 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对ｉ地
区的带动作用。ρ值越大，说明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的
相互联系越紧密，经济关联性越强。

Ｙｉｔ 表示经济的期内增长率，本文参照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的设定取 Ｔ＝１，以经济的当期增长率作为被
解释变量进行研究。δ为邻近地区自变量对本地区的
影响系数；β为空间收敛系数，若β＜０，表示收敛，说
明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程度升高，β＞０表示发散，说
明区域内部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Ｗ 为空间距离权重
矩阵；εｉｔ 与υｉｔ 均表示随机误差项。
通常而言，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受区域内

部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还可能与周边地区经济活动

所带来的某些不可观测的随机冲击相关。鉴于此，多
数文献会使用静态空间自回归模型（ＳＡＲ模型，τ＝
λ＝δ＝０）或空间误差模型（ＳＥＭ模型，τ＝ρ＝δ＝
０）两种静态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考虑到相较于静
态分析，动态分析更能系统刻画出经济运动的全过

程，从而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性，本文最终选择动态

ＳＡＲ模型 （λ＝δ＝０）进行分析。

２．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关键变量一般可以分为资本

流动、城市特征、政府力量三大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
性。本文以物质资本流动（Ｋ）与实际利用外资（ｆｄｉ）代

表资本流动情况；以交通设施建设（ｒｏａｄ）与产业结构
（ｓｅｃ，ｔｈｉ）代表城市特征；以政府财力（ｆｉｎ）与政府权力
（ｐｏｗｅｒ）代表政府力量，各变量具体含义如下：

物质资本流动（Ｋ），要获得城市资本流动数据，首
先需要理清各城市资本存量。一直以来，由于数据可
得性问题，地级市层面的研究无法像省级层面一样采

用资本形成总额作为代理变量，导致分析地级市层面

资本流动情况非常困难。在早期文献中，王小鲁
（２０００）曾利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代表地区投资
水平。单豪杰等（２００８）认为相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

较好地代表地区投资水平。基于此，本文参照刘常青
等（２０１７）的计算方法，利用永续盘存法构建如下方程
测算各城市的资本存量。

Ｋｔ ＝Ｋｔ－１（１－δ）＋Ｉ＊ｔｐ＊
ｔ （８）

Ｉ＊ｔ ＝ （Ｉｔ＋Ｉｔ－１＋Ｉｔ－２）／３ （９）

Ｋ０ ＝Ｉ０
１－δ
１＋（ ）ｇ （１０）

其中，Ｉ＊ｔ 为城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取前三年平
均值得到。价格指数ｐ＊ｔ 使用省级层面建筑安装工
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进行加权平均获
得。建设周期设定为三年，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的
时间设定一致。计算折旧率δ时将其他费用摊入前两
类资本品，然后根据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时所

用的建筑安装工程（折旧年限设定为３８年）和机器设
备（折旧年限设定为１６年）的历年比重对两种折旧率
进行加权，得到分地区历年折旧率。其中残值率设定
为５％①。Ｋ０ 为基期资本存量，由Ｒｅｉｎｓｄｏｒｆ与Ｃｏｖｅｒ
（２００５）推算的基期资本存量公式进行计算，ｇ是不变
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估算出各城市资本存量后，本文依照王钺、白俊
红（２０１６）的方式，计算出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间长三角各
城市的资本存量占地区比重的变动，并以此为依据来

衡量各省区的年度资本流动情况。

实际利用外资（ｆｄｉ），长三角作为沿海开放地区，

不能忽视外资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采
用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作为控

制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按当年期末美元对人民币

汇率调整成人民币计价。

交通设施（ｒｏａｄ），刘生龙、胡鞍钢（２０１１）的研究表
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促进作

用。本文参照丁博等（２０１９）的变量构建方法，采用各
城市每平方公里内公路公里数来衡量地区交通基础

① 折旧年限与残值率设定方法与刘常青（２０１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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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水平。

产业结构（ｓｅｃ、ｔｈｉ），产业结构的升迁对缩小地区
间差距有重要的作用。王士香（２０１９）的研究认为不
同产业结构会影响地区的投资能力。同时，落后地区
有更强的意愿调整产业结构，但是发达地区更容易吸

引高端产业落户。由于先进技术设备集中投资在第
二和第三产业，因此本研究选用各城市第二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ｓｅｃ）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ｔｈｉ）作为衡量各城市产业结构
的指标。

政府力量变量包括政府财力（ｆｉｎ）与政府权力
（ｐｏｗｅｒ），其中，政府财力为城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城市单位产出的财力

支撑。政府权力用城市一把手主官的级别表示，一般
而言，如果城市主官拥有更高级别或党内地位，他将

能够调动更多资源，为城市谋求更大发展空间。故本
文设置虚拟变量ｐｏｗｅｒ，其中ｐｏｗｅｒ取１，表示城市主官
在当年由省委常委兼任，且时间在６个月以上。ｐｏｗｅｒ

取０，表示该城市主官在当年不由省委常委兼任。

在２０１６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长
江三角洲范围为江浙沪皖２６个城市。其余城市被划
入“泛长三角”区域。但据国家相关规划，长江三角洲
区域将进一步扩展至一市三省４１个城市，故而本文
选取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长三角全部４１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分析①。数据主要来源于一市三省
统计年鉴、地级市和县级市相关年份统计公报、ＣＥＩＣ
数据库、Ｗｉｎｄ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统
计信息网。并对以上相关数据做了相应处理：一是行
政区划调整问题，由于２０１１年撤销地级巢湖市，新设
立县级巢湖市，原地级巢湖市所辖的一区四县分别划

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本文将巢湖２０１０年
以前有关数据在县级市层面分别与三个地级市进行

合并处理。二是在数据处理时，对于少数缺失数据，

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全。对于非比例的指标
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３
所示。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Ｎ＝４１）

变　量 单　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增长情况（Ｙ） ／ １．１３６３　 ０．０８５２　 ０．６１５２　 １．５０５４

经济发展水平（ｐｅｒＧＤＰ） 亿元 ４１８６５．１３　 ３２４１９．５２　 ２３４８　 １６２３８８

资本流动率（Ｋ） ／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３３６７

利用外资比例（ｆｄｉ） ／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０１０

交通设施（ｒｏａｄ） ／ １．１３３７　 ０．４４５０　 ０．２５３１　 ２．２４９１

第二产业比重（ｓｅｃ） ／ ０．４９１２　 ０．０８５７　 ０．２１８５　 ０．７４７３

第三产业比重（ｔｈｉ） ／ ０．３９５５　 ０．０７０９　 ０．２３３７　 ０．６９７８

政府财力（ｆｉｎ） ／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２２７３

政府权力（ｐｏｗｅｒ） ／ ０．１５４０　 ０．３６１２　 ０　 １

　　３．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动态ＳＡＲ为联立方程系统，如果进行 ＯＬＳ

估计容易产生联立方程偏误（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ｂｉａｓ），故本
文使用极大似然法（ＭＬＥ）进行估计。经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后选择固定效应，为了减少潜在不随时间和个体变

化的非观测因素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时间

个体双固定的形式进行回归。
（１）分时段长三角空间回归。本文选择分时段回

归，按 Ｍｏｒａｎ检验中得到的时间节点，将样本期分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上升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相关性下降期以及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的
相关性回升期。其整体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可知，样本期内长三角区域β收敛系数在

１％的水平显著为负，区域呈现经济收敛发展态势，空
间溢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观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

提升可以显著地促进周围城市经济发展，长三角城市

的经济联系紧密。分时段来看，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空间溢
出系数显著为正。同时，城市权力增大在该时期可以

① 安徽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官网：ｈｔｔｐ：／／ｆｚｇｇｗ．ａｈ．ｇｏｖ．ｃｎ／ｇｚｃｙ／ｇｚｃｙ＿ｙｊｚｊ＿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６４３３Ｃ２Ｆ８－２８Ａ６－４０ＢＣ－
９Ｃ２３－Ｃ８６Ｆ５Ｄ１７９Ｆ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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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分时段长三角空间回归结果

变量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ρ
３．４４０＊＊＊ ３．３０９＊＊＊ －０．５６１　 ３．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０） （０．０００）

β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４＊＊ －０．３４１＊＊＊ －０．９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Ｌ１．Ｙ
０．０７２＊＊＊ ０．１３５＊＊ ０．２２３＊＊＊ ０．３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００）

Ｋ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２ －６．６１７＊＊

（０．４９９） （０．８７０） （０．９６２） （０．０４８）

ｆｄｉ
－０．１３１　 ０．６３０ －１．０１７＊ －２．０６８
（０．５８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８４） （０．２９１）

ｒｏａｄ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２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６９４）

ｓｅｃ
０．２６４　 ０．２３４ －０．８２０＊＊＊ ０．３４７
（０．１１６）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３）

ｔｈｉ
０．２３６　 ０．１２９ －１．３４５＊＊＊ ２．９１２＊＊＊

（０．１４６） （０．５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ｆｉｎ
０．４１２　 ０．３４３　 ０．８１５ －２．９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６１４） （０．２７０） （０．００１）

ｐｏｗｅｒ
－０．０１０
（０．６７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

－０．０３６
（０．１９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与１０％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ｐ值。

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可能在于早年更高级别的

城市主官往往可以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胜出，从而为

本地拉来更多的优质企业，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值
得关注的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空间溢出系数的显著性
消失了，长三角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再紧密，核心城

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减弱，发展“各自为政”，这
与 Ｍｏｒａｎ检验此时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
性逐渐下降的结论保持高度一致。笔者认为这是由
于在加入 ＷＴＯ的市场红利逐渐消失后，原有低技术、

低附加值、无创新的产业已不再能够支撑城市的经济
发展。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也使长三角城市
对外资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内外环境的变化打破了
传统“前店后厂”的格局，然而一市三省间原本就存在
的行政壁垒与诸侯经济问题没有得到改善，对高附加

值产业的追逐造成的同质化发展加剧了城市间竞争，

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局面。控制变量组的系数也
验证了这个猜想，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回归结果表明外商
投资与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甚至都呈现负效应，原有

外资与产业结构已不能很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进入转型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的空
间溢出系数为３．２０８，且在１％的水平显著，说明长三
角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重新变得紧密。经济收敛程度
逐步提升，且在该时期到达峰值－０．９７１，长三角区域
的整体收敛发展程度不断加强表明长三角一体化上

升为国家战略是一种必然。同时，该时期第三产业规
模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一般预算收入占比

对经济发展呈现负效应，说明长三角地区减税降费，

减少土地财政依赖的重要性。城市权力对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消失，显示出近年来行政力量不再是影响

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区正逐
步从“前店后厂”的协同发展旧模式，走向长三角地区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２）长三角东西两大都市圈发展情况分析。要真

正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不能忽视中心

城市的重要作用，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的一体化发

展，不能被行政区划粗暴割裂，应站在长三角一体化

的大背景下通盘考虑。在２０１６年发布的《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一核五圈”的概念被首次提
出。一核为长三角的龙头上海，五圈分别为包含宁镇
扬三市的南京都市圈；包含杭嘉湖绍四市的杭州都市

圈；包含合芜马三市的合肥都市圈；包括苏锡常三市

的苏锡常都市圈以及包括甬舟台三市的宁波都市圈。
“一核五圈”分为两个“阵营”，上海２０３５规划中的上
海大都市圈，囊括了杭州、宁波与苏锡常都市圈中的
全部核心城市。可以说，这三个都市圈在各自发展的
同时，也构成了上海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南京、合
肥相对远离上海，有条件构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群。宁
合地理相近、地缘相亲，在马芜一带的经济腹地高度
重合，“规划”中也明确要求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
进行融合发展。与合肥相比，南京对周边地区有着更
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南京应以国家中心城市的担当，

在省内实现宁镇扬同城化发展，省外与合马芜深度融

合，双元推进打造长三角西部增长极。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５软件作出都市圈图像，具体如图２所示。

２０１８年上海大都市圈常住人口为８５５４．２万人、
生产总值达１１６７７２．８亿元、一般预算公共收入达

１６０６４．８亿元，分别是以南京为首的长三角西部都市
圈的２．８、４．９和３．３倍。长三角东强西弱的发展现
状，一个重要成因在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的发

展。本文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了两大都市圈经济发
展的空间格局，结果如表５所示。
样本期内上海大都市圈β收敛系数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表明区域内部收敛性在不断增强，上海

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缩小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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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三角主要都市圈示意图
注：浅灰色区域表示上海大都市圈部分，深灰色区域表

示长三角都市圈。其中１为上海、２为南京、３为杭州、４为
合肥，下图同。

表５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回归结果

变量
上海大都市圈 长三角西部都市圈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ρ ６．２５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８　 ０．２１８

β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１５１

Ｌ１．Ｙ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２

Ｋ －０．０２１　 ０．９６１　 １．０１０　 ０．５９０

ｆｄｉ　 ０．０５５　 ０．９１１ －０．３８８　 ０．２４１

ｒｏａｄ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８０５

ｓｅｃ　 ０．４３４＊ ０．０５９ －０．４３６＊ ０．０７３

ｔｈｉ　 １．０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０＊ ０．０５８

ｆｉｎ －０．３２８　 ０．６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９８２

ｐｏｗｅｒ － － ０．０１２　 ０．５２７

长三角西部都市圈的β收敛系数在样本期内不显著，
表明南京等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没有收敛

关系。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溢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上海大都市圈城市的经济联系较强，一体化发展态势

明显。长三角西部都市圈空间溢出系数在样本期内
不显著，体现出南京等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没有显著

的溢出效应，不能很好地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长三角西部都市圈与上海大都市圈相

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一体化程度，都有明显

差距。
（３）长三角经济能量向西传导的路径。故要打破

长三角“东强西弱”的格局，改变上海对安徽、苏北地
区“鞭长莫及”的现状，应充分利用可能存在的经济路
径，联通起上海大都市圈与长三角西部都市圈，打造

以南京为首的长三角西部增长极。通过长三角西部
核心城市的“涓流效应”，辐射带动长三角西部后进地
区的发展，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其
中，可能的经济路径如图３所示。

图３　长三角东西向经济路径示意图

如图，长期以来上海的经济能量向西入徽的路径

主要存在于长江以南区域，包括沪宁合通道与２０１８
年提出的Ｇ６０科创走廊（北线）。由上文 Ｍｏｒａｎ检验
可以发现，苏中地区南通、泰州、扬州等城市展现出了
越来越活跃的经济动能，北沿江通道作为沿江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忽视其连接上海与南京两大中

心城市的重要作用。故本文进一步将长三角经济能
量向西传导路径的两片主要区域进行回归，探究长江

以南以北路径区域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回归结果如

表６所示。

由表６可知，样本期内长江以南路径区域发展较
为成熟，其β收敛系数为负，区域整体呈现收敛发展。
空间溢出系数为８．２６１，且在１％的水平显著，说明
城市间经济发展相互依赖，受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的影响较大，经济能量传导的路径是通畅的，长江

以南地区沪宁通道与Ｇ６０通道构成上海经济能量向
安徽传递的重要路径，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中

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道路建设、利用外资能显著
促进该片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三角以南路径区域
需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省

界断头路，加快产业升级转型，获得经济增长的新

动能。

另一方面，苏中地区与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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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长三角东西向经济路径区域的回归结果

变量
长江以南路径区域 长江以北路径区域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ρ ８．２６１＊＊＊ ０．０００ ９．２６５＊＊＊ ０．００４

β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５９９

Ｌ１．Ｙ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４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

Ｋ　 ０．２０８　 ０．３９８　 ０．１７０　 ０．６３６

ｆｄｉ　 ０．６９０＊＊ ０．０４１　 ０．８１１＊＊＊ ０．０００

ｒｏａｄ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６７３

ｓｅｃ －０．５４６　 ０．２０７ －０．２６３　 ０．１７９

ｔｈｉ　 ０．０４０　 ０．９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９３７

ｆｉｎ －０．５８１　 ０．３４７ －０．２０７　 ０．６０５

ｐｏｗｅｒ － － － －

经济联系愈发紧密。样本期内空间溢出系数为

９．２６５，且在１％的水平显著，上海溢出的经济能量能
够显著地带动苏中地区地发展，带动作用甚至强于长

江以南区域，该结果验证了 Ｍｏｒａｎ检验中对苏中地区
的预测。随着南通、泰州、扬州等地区逐步崛起，跨江
公铁大桥等铁路设施不断完善，长江以北地区从需要

被帮扶照顾的经济“塌陷”区，逐渐转变为与上海、南
京等中心城市共同发展的经济“协同”区。上海向西
长三角传递经济能量的方式，如今不仅可以向西南利

用长江以南路径，向西北通过北沿江通道辐射长三角

西部地区，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 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法对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发
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进一步构建条件收敛动态空间

计量模型，分时段分区域实证检验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
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情况，研究结果

表明：

长三角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

相关性，且呈现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上升、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下
降、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再上升的规律。具体而言，上海大
都市圈内城市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直接得益者，区域内

基本为发达地区被发达地区包围的“高－高”类型；南
京与周边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负自相关，为发达地区

被后进地区包围的“高－低”类型；合肥经历快速发展
期，从“低－低”格局步入“高－低”类型，但自身发展
并未带动周边地区。分区域来看，长三角区域发展存
在明显东强西弱的特征，苏中地区逐渐从“低－高”转
变为“高－高”类型，从“后进”区域逐渐步入“发达”区

域，体现出自身快速的成长性。浙南地区整体从“高－
高”变为“低－高”类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安徽、苏
北城市多数属于“低－低”类型，自身经济发展与周边
地区发展都较弱，短期想要带动发展较为困难，要将

上海的经济能力传导到长三角西部地区，应首先建设

好以南京为首的长三角西部增长极，利用南京等长三

角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能力，辐射带动安徽、苏北等
地区发展，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整体推进的目标。

在样本期内，整体上长三角城市间经济联系较

强，且为发达地区经济溢出的收敛型发展，说明长三

角经济一体化整体推进的态势良好。分阶段来看长
三角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经历了强－弱－强的三个阶
段，原因在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合作的模式发生了改

变。中国正经历从“世界工厂”到“创新中心”的身份
转变，长三角内部的城市关系，也将逐步从“前店后
厂”模式，走向“协作创新”新模式。长三角需要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克服行政壁垒所产生的诸侯经济等问

题，避免产业的同质化竞争；需要通过产业协作，实现

重点产业的升级转型与合理分工；需要通过扩大开

放，引入高质量外资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并进一步

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长三角各城市应进一步深化
合作，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东强西弱的问题，本质是由于东西两大城

市群存在发展差距，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经济联系愈

发紧密，且经济发展呈收敛态势。但南京的中心城市
功能稍显不足，长三角西部都市圈的城市经济联系较

弱，未能很好地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更无法带动西

部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要使上海的经济能量不
仅限于辐射上海大都市圈，需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内部

两大都市圈的联系，使上海的经济能量能够通过长三

角西部都市圈，真正辐射到西长三角地区。

本文在整理沟通两大城市圈的路径后发现，包含

沪宁合发展带、Ｇ６０科创走廊的长江以南路径所在区
域，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较强，是上海经济向西传导

的优良路径。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江以北的苏中地
区与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其
构成的北沿江通道连接长三角东西两大都市圈，正逐

渐形成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新路径，使上海

经济能量向西通过南京传导至安徽区域有了新的选

择，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推进提供了有力

支撑。

鉴于此，地方政府应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
棋”思想，利用沪宁合发展带、Ｇ６０科创走廊等已有政
策通道，充分发挥沪宁杭核心区基础设施发达，资本

流动活跃的优势，将上海的经济动能向长三角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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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引导。同时，不能忽视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所展现出
愈发强大的经济活力。充分利用北沿江通道，加快交
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与

要素流动，与上海、南京等城市共享发展。江苏长江
以北地区作为长三角内部承东启西的新动脉，应更加

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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